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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中西交往的關鍵史料──

《籌辦夷務始末》的編纂與流佈

蔣廷黻，〈籌辦夷務始末補遺序〉，《籌辦夷務始末補遺》（北京：北京大學

出版社，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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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中國歷史上兩次大規模的中外接觸，第一次當為佛教傳入中國，第二次就是鴉片

戰爭後的中西競合。第一次的中外接觸造成佛教中國化，但是第二次接觸後，中國則

徹底西方化。短短的一百七十年間，累積三千餘年的中華文化被徹底改頭換面。際此

至二十一世紀初，全速西化的勢頭，勁道不減反增。始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的中西競

合，就是近現代中國史的主要內容。

近現代中國史中的最大爭議之一：歐美諸國在中國的所做所為，最終提升中國的

國際競爭力，達成與西方共生共榮的目標；抑或是剝削中國自然及社會資源、霸佔廣

大市場，以增強本國的國際競爭力？簡言之，就是帝國主義論和進步論的辯論。雖然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雙方已略有調和，但是這個命題，迄今尚未塵埃落定。欲以史

學研究方法回答此命題，必須尋找史料中的證據，而外文史料中，各國外交檔案和海

關檔案向為外國史家入門的關鍵；而中文史料中，就是道光、咸豐和同治朝的《籌辦

夷務始末》（統稱《三朝籌辦夷務始末》以下簡稱《三朝始末》）。哻

民國以降，滿清當權者被冠以「腐敗」、「昏庸」、「冥頑不靈」、「閉關自守」

等標籤，應對近代中國悲慘遭遇負最大責任。但是詳加考證《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

（以下簡稱《道光朝始末》）的編纂時間即會發現，當時清廷確有獨到眼光。因為該書

自咸豐元年（1851）開始編纂，至咸豐六年（1856）成書。此時，第二次鴉片戰爭尚

未爆發，咸豐帝仍未遭受英法聯軍焚燬圓明園之痛定思痛的打擊，也尚未見證漢人督

撫以洋槍洋炮鎮壓太平軍的功效；此時又在太平天國全盛時期，當時清廷即有眼光編

纂此書，足為後世借鑑。這項編纂工作至宣統帝遜位才告終，這六十二年間，清廷從

不間斷地大量纂輯與「夷務」相關資料。僅由此事即可確定他們並不是昏聵無知，故

步自封。

哻 茲將《三朝始末》起迄時間與內容概述如下：

《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以下簡稱《道光朝始末》）：咸豐六年九月（1856.10）由文慶等完成，自道

光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1836.6.10）至二十九年十二月七日（1850.1.19），共 80卷， 2,719件，約 220

萬字。

《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以下簡稱《咸豐朝始末》）：同治六年四月（1867.5）由賈楨等完成，自道

光三十年一月二十三日（1850.3.6）至咸豐十一年六月二日（1861.7.9），共 80卷， 2,988件，約 200萬

字。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以下簡稱《同治朝始末》）：光緒六年八月（1880.9）由寶鋆等完成，自咸

豐十一年七月十八日（1861.8.23）至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五日（1874.1.12），共 100卷， 3,258件，約 250

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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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始末》所錄文件並無偏頗，即便文件指出中國官員不是之處，也一併收錄，

如《道光朝始末》〈凡例〉中稱：「斷自道光十六年議禁鴉片煙始，訖於道光二十九

年英夷不進粵城通商受撫。前後十四年間，凡內閣、軍機大臣所奉諭旨，內外臣工摺

奏，下至外國夷書、義民信札，凡有關於夷務者，編年紀月，以次備書。非徒詳往事

之是非，實以資異時之考證。書中所載諭旨，諭內閣者十之二三，諭軍機大臣者十之

七八，實以軍興之際，沿海用兵，均勞廟算。而一時權宜之計，有未經纂入實錄、聖

訓者，悉載此書。」《道光朝始末》之記日體例不同於《起居注》，而仿《實錄》及

《聖訓》，雖然原檔標題以數字記日，但是在《三朝始末》中，一律改以干支記日。哷

據清廷官方的記載，《道光朝始末》的編纂始於咸豐帝面諭實錄館總裁官杜受田

負責纂輯。杜受田死後由文慶接任實錄館總裁官，繼續編纂《宣宗成皇帝實錄》以及

《道光朝始末》。《道光朝始末》編成後「隨同《宣宗成皇帝實錄》進呈，其副本交方

略館收藏。」哸值得注意的是，大陸學者張守常在〈《籌辦夷務始末》、《洋務紀事本

末》、《總理衙門清檔》〉一文中，對於《道光朝始末》編纂的緣起則有不同的主張，該

文中稱：「始發此議（編纂《籌辦夷務始末》）」者，還不是杜受田，而是趙畇。」哠

趙畇在其《遂翁自訂年譜》中記載：

實錄體例詳諭旨而略章奏，取要義不取繁辭也。惟夷務之興，方略既無成書，

辦理得失全在章奏，備載則累體裁，節去又漏事實，因與杜文正師細商，欲取

當時一切陳奏，悉行鈔錄，不遺一字，亦不更一字，匯成一本，名曰《籌辦夷

務始末》。進呈乙覽，以備檢查。文正師然之，從容言於上；余因召對，亦詳

細指陳，遂奉命交館辦理，至次年鈔成恭進云。唎

不論編纂《道光朝始末》之源起是咸豐帝面諭杜受田；或是由趙畇提議，杜受田

轉承而咸豐帝許可。在英法聯軍焚燬圓明園後，中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擊，咸豐

帝便極為重視《道光朝始末》，當咸豐十年十一月間（1860.12-1861.1）於熱河行在，

即面諭軍機大臣穆蔭，著飭方略館補鈔一份《道光朝始末》進呈熱河。其時受命駐京

辦事的恭親王奕訢、軍機大臣文祥於奉旨之後，便即日「督同軍機章京，將《夷務本

哷 文慶等主編，齊思和等整理，《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北京：中華書局， 1964），卷一，〈籌辦夷務始

末〔道光朝〕凡例〉，頁 1-3。

哸 寶鋆等主編，中華書局編輯部、李書源整理，《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北京：中華書局， 2008），第 3

冊，〈議政王等奏遵旨補繕道光夷務本末完竣進呈摺〉，同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65.1.21），頁 1319。

哠 張守常，〈《籌辦夷務始末》、《洋務紀事本末》、《總理衙門清檔》〉，《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長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2（1981）：218。

唎 趙畇編，趙繼元等補編，《遂翁自訂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據清光緒間刻本影印， 1998〕，第 155冊），頁 23a-2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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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底本取到，」經該章京等「捐貲繕寫」、由奕訢等「督飭趕繕，認真校對」。遺憾

的是，這一補鈔工作直到咸豐帝死後四年才告竣。恭親王稱：補鈔《道光朝始末》的

工作，「現在一律補繕完竣」，「覆加詳閱，尚無錯誤，共計八十卷，謹裝為八十冊，

合十六函，恭呈後覽。」「凡涉中外事件，纖悉畢載，最為詳備。」唃自此之後，恭親

王等又全力編修《咸豐朝始末》，並於同治六年四月（1867.5）纂輯告竣。

同治年間，由於總理衙門的設立，以及洋務的興起，因此在光緒朝時編纂之《同

治朝始末》的內容及篇幅則大大擴充。據其〈進書表〉所稱：

伏查辛酉以訖甲戌（咸豐十一年〔1861〕至同治十三年〔1874〕），凡與外夷交

涉事務，機宜至賾，文字彌繁，環海小邦，聞風 至，而我國內安外攘，所以

籌自彊之策者亦備極周詳。歷年恭奉上諭、廷寄，以及京、外臣工之摺奏，各

國往來之照會、書函等件，無不臚列於篇，務使秩然有條，足資考鏡。唋

《同治朝始末》之後，即為《光緒朝籌辦夷務始末》（以下簡稱《光緒朝始末》）

之編纂。雖然宣統年間已初步編成九十九冊《光緒朝始末》，但是卻未曾付梓，以致

在往後很長的一段時間中，世人均不知有《光緒朝始末》的存在。甚至飽學如徐世昌

者也不知此事，並感嘆道：「道咸同三朝籌辦夷務皆有記，分期述事，較有本末，惜

降及光宣闕焉不續。」圁

史家若需查找光緒、宣統兩朝的涉外史料，通常都利用王彥威和王亮父子編的

《清季外交史料》，但是蔣廷黻並不苟同王彥威編輯《清季外交史料》的學術道德。蔣

道：

原輯者王彥威先生及新編者王希隱（亮）先生皆係私人，並不代表任何學術或

政府機關。那末，私人何能得到若干外交文件？編撰者於已出版的六十冊中，

一字不提。若說錄自衙門檔案，政府信用何在？私人道德又何在？以後外國尚

敢與我國交換文件嗎？圂

蔣在一九三二年尚未閱讀《光緒朝始末》，所以只能提出質疑。五十五年後，馮明

珠得地利之便，研究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 62冊《光緒朝始末》之原件，進一步確認蔣

廷黻在當年的質疑。馮道：「《清季外交史料》前一百八十二卷是本《光緒朝籌辦夷

唃《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中華版），第 3冊，〈議政王等奏遵旨補繕道光夷務本末完竣進呈摺〉，一八六

五年一月二十一日，頁 1319。

唋《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中華版），第 1冊，〈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進書表〉，頁 1。

圁 徐世昌，〈徐序〉，王彥威、王亮編，《清季外交史料》（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1987），第 1冊，頁 1。

圂 蔣廷黻，〈外交史及外交史料〉，《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249（1932.10.10）；收錄於蔣廷黻，《蔣廷黻

選集》（臺北：文星書店， 1965），第 1冊，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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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始末記》重輯而成，王彥威隱瞞了這個真相，將官修的成果納於自己的名下。」埌

但可惜的是，至今尚無人對照《清季外交史料》以及故宮 62冊《光緒朝始末》殘本，

剔除其中重複部分，進而匯整成一部相對完整的《光緒朝始末》。

二、《籌辦夷務始末》對蔣廷黻與費正清的影響

一九三○年代，大概是研究近代中外交涉史的學者最感振奮的時代，因為《三朝

始末》與《清季外交史料》這兩套時間橫跨一八三六年到一九一二年的大部頭史料彙

編，都在此時開始複印出版。《三朝始末》之影印甚至被郭廷以譽之為「有關近代中

國史研究的一件劃時代的大事」。堲《三朝始末》的傳世有兩條脈絡，一是一九二六

年一月北京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將軍機處檔案移至大高殿存放，一九二七年文獻館開放

大高殿收藏供歷史學家閱覽，而《三朝始末》即典藏其中。二則是在典藏在王亮寓

中，為王亮之父王彥威所抄的鈔本。而現行於世的《三朝始末》則是影印藏於大高殿

中的內務府稿本而成，而非王彥威的鈔本。

關於王彥威和王亮父子之《三朝始末》鈔本，據王彥威《清季外交史料》之序文

稱：

余備員工部，習聞道咸同三朝有欽定籌辦夷務始末記，顧藏之內府無由見也。

光緒十二年入直樞省，於從公之暇，展轉尋覓，始於大庫得之，塵封炱積，東

西賞庋，拂拭排比，乃得完書，惟此編雖經欽定，尚未付刻，因錄副藏之。於

是道咸同三朝外交始末瞭如示掌矣。埕

換句話說，自王彥威光緒十二年（1886）發現《三朝始末》後，即自己謄抄一

份，但是史學家都不知這份資料尚有傳世。或許王彥威擔心謄抄《三朝始末》有干禁

令，因此未曾示人。直到民國成立後，王氏父子仍將此鈔本秘藏於府，或許其間曾以

之示人，但是至一九二八年才由蔣廷黻開始用於研究中國近現代史。

蔣廷黻「於民國十七年秋，經北平圖書館主任袁守和（袁同禮）先生之介紹，曾

（向王亮）借一部份參閱。其史料價值之高一閱即知。」埒因此，一九三○年代的歷

埌 馮明珠，〈故宮博物院所藏「光緒朝籌辦夷務始末記」述介〉，《故宮學術季刊》5.2（1987）： 105。

堲 郭廷以，〈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道光咸豐兩朝籌辦夷務始末補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 1966），頁 1-2。

埕 王彥威，〈自序〉，《清季外交史料》第 1冊，頁 8。

埒 蔣廷黻，〈序〉，蔣廷黻編，《籌辦夷務始末補遺》（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8），第 2冊，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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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家中，對《三朝始末》用力最深，研究最精的就是蔣廷黻，一方面因為蔣專精外

交史，另一方面是因為蔣在文獻館尚未開放《三朝始末》時，就已接觸過該批史料。

而一位剛從英國前往中國的美國青年學者，也因蔣對《三朝始末》的研究，開創了他

的近現代中國史的視野，這位就是未來大名鼎鼎的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垺

透過費正清指導教授 Charles Kingsley Webster（1886-1961）的介紹，費拜訪了時

任清華大學教授的蔣廷黻。「與蔣廷黻的關係，使費正清獲得了許多直接的幫助。蔣

廷黻刻意照拂費正清，對其研究構想深感興趣，並且提供了適當的幫助。」埆然而，

真正開拓費正清對近現代中國史研究的視野，就是在蔣廷黻的引導下，費正清開始接

觸了《三朝始末》。在蔣廷黻的指導下，鑽研《籌辦夷務始末》的歷練，奠定了費正清

研究近代中國掌握中文文獻的能力。在費正清離開中國的二十個年頭之後，他「仍然

鑽研這些文獻，並教導研究班學生如何使用」。垽當何炳棣於一九五三年以後學之

姿，在哈佛大學遇到費正清時，「極度誠懇地恭維他是蔣廷黻之後，與世第二位學者

研究引用《籌辦夷務始末》」。垼由此可見，蔣可說是引導費利用《三朝始末》深入研

究近現代中國史的啟蒙者。

費正清如何從蔣廷黻學習利用《三朝始末》？這可從蔣整理《三朝始末》的三方

面開始分析：一曰：「利用」；二曰：「補遺」；三曰：「新編」。而此三面之代表作

品即為：〈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之史料的價值〉、《籌辦夷務始末補遺》（以下稱《始

末補遺》）、及《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中兩卷。費承襲了蔣的史料編纂路線，

於哈佛大學也進行了類似的工作，細節將在下節分析，本節先討論蔣在《三朝始末》

下的功夫。

先就蔣「利用」《三朝始末》史料，分析其研究成果。蔣在〈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

之史料的價值〉一文中，評價《道光朝始末》的史料價值時說：「在故宮博物院發刊籌

辦夷務始末以前，除外交部的各朝條約以外，我國政府並無有系統的外交文件發表。

私人的文集中有關外交的雖然不少，但都太零碎。」垸另一方面，蔣廷黻深諳英文，

深悉晚清涉外的中文奏摺文件已被譯成英文，發表於《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

垺 蔣廷黻在其回憶錄中，完全沒有提到在清華大學任教時期，費正清與他的交往。所以本文中，蔣費之間的

友誼，僅可從費的回憶錄中得知。蔣在清華時間，請見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

社， 1984），頁 121-133。

埆 Paul M. Evans, 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8), p. 26. 

垽 John K.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p. 86.（陸惠勤等譯，《費

正清對華回憶錄》〔上海：知識出版社，1991〕，頁 98）。

垼 費馬上糾正何道：「是第三人，張德昌早我半年」。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香港：香港商務印書

館， 2004），頁 298。

垸 蔣廷黻，〈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之史料的價值〉，《清華週刊》37.9/10（1932）：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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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以便國外學者研究；然而，經其檢視《道光朝始末》後，發現多數英譯文件之原

本均可在《道光朝始末》中見到，故蔣主張「假設現在所出版的夷務始末能把它譯成

英文或法文，那麼對西方學者的價值，或竟比已往原文對中國學者的價值還大一

些。」垶

西方學者，尤其是外交史家（如費正清的指導教授Webster），在研究中國對外關

係時，只能接觸外國外交史料或是海關史料，所以他們對近代中國外交史的理解，常

被史料的視野限制。蔣廷黻深悉此弊，故瞭解對Webster和費正清而言，《三朝始末》

等於是歐美外交史料的對照組，呈現了迥然不同於西力東漸的史觀，而是中國奮鬥的

歷程。但是一九三○年代研究中國對外關係的史家，通常中文造詣不足以應付無句讀

的文言文史料，所以翻譯成英文或法文就變成西方史家的當務之急。對一九三○年代

的費正清而言，日後能否成為一個大家，尚有待他可熟練地使用中文，以掌握《三朝

始末》的史料，以及史料中蘊藏的史觀。日後，費也承襲了蔣的主張，將部份《三朝

始末》的史料譯成英文。

雖然蔣廷黻對《道光朝始末》的史料價值有如此高的評價，但他也對其編輯方法

提出批評：

編輯不按文件內容的事實，專憑文件的年月日。此法雖過於機械，但其長處實

亦不少⋯⋯但《夷務始末》的文件的年月日並不全備；軍機處所發的「廷寄」

僅有北京頒發的年月日，而沒有地方官吏收到的年月日；奏摺僅載有奉硃批的

年月日，而沒有地方官吏拜發的年月日；照會皆成為奏摺的附件，而沒有原發

及原收的年月日。這樣一來給研究者無窮的困難。《夷務始末》原書繕寫甚

精，故宮博物院為避免抄寫及排印錯誤起見，就把原書影印出來了。垿

雖然〈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之史料的價值〉似為分析史料，但內容十之八九為利

用《道光朝始末》重新研究林則徐、琦善和耆英在鴉片戰爭時的角色及政策。埇對於

林則徐民族英雄的角色，蔣也提出嶄新的看法：「他（林則徐）不曾明瞭英國政府與

鴉片煙的重要財政關係。更可惜的是他完全錯看了對方的戰鬥實力。他想英國人一到

陸地就好比魚之離水。」埐同時蔣也對琦善的綏靖策略提出辯護：「琦善觀察事物獨

具隻眼，第一，他看透了中國決不能與英敵。由此乃著手為和平努力，自與義律及懿

律接見起，他就雙管齊下：一方面他用最生動的筆法為皇帝描寫英國礮船之利，一方

垶 蔣廷黻，〈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之史料的價值〉，頁 999。

垿 蔣廷黻，〈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之史料的價值〉，頁 997。

埇 其他蔣廷黻重新研究鴉片戰爭的文章，請見蔣廷黻，〈中國與近代世界的大變局〉，《清華學報》9.4

（1934）：783-828；收錄於蔣廷黻，《蔣廷黻選集》第 3冊，頁 519-568。

埐 蔣廷黻，〈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之史料的價值〉，頁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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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他想用外交手腕籠絡英人，換句話說，就是同他們『講理』。」垹該文結論洞悉當

時滿漢大臣間的政策差異：

林則徐、徐廣縉、葉名琛是傳統思想的繼承者，結果造成了 1860年的大禍，

而琦善、伊里布及耆英是另外一派，或可稱為改進主義（唱低調）的擁護者。

當時附和傳統主義（唱高調）的都是漢人，附和改進主義（唱低調）的都是滿

人。埁

中文語境中的「傳統主義」和「改進主義」似乎沒有高低之分，但是蔣氏深諳英

文，當譯成 Conserativism和 Reformism 後，就可見在蔣氏心中對兩批人馬的評價。其

言外之義明白揭示：導致鴉片戰爭的原兇不是懦弱無主見的滿人，而是拘泥固執的漢

人。這些不利於林則徐的資料，解構了林則徐作為「民族英雄」的神話，更進一步詮

釋了琦善之顧全大局的大度和耆英不得不然的無奈，但是在一九三○年代的中國飽受

日本侵略者威脅，中國知識份子無法接受蔣廷黻這種心平氣和、就事論事的言論。

由〈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之史料的價值〉的史觀脈絡可知，蔣認為中國並非僅為

「被動的受害者」，夎蔣曾論：「帝國主義或者殖民主義的受害者用自己的力量來轉變

這種局面，扭轉這種過程，至少能達到用平等、互惠的關係來代替受帝國主義支

配。」奊五十年後，費在其回憶錄中，仍然高度評價蔣的心平氣和、就事論事的研究

態度：

蔣廷黻創立了一套課程，即開設有關亞洲主要地區講座，並包括舉辦研究生專

題討論培訓班。像 Charles Webster 一樣，他把歷史知識看作國際間外交與和平

的陪襯。他渴求建立中國一邊的檔案，務必要超過馬士博士的「藍皮書歷史」

（因為英國 Foreign Office 檔案向以藍色書皮裝訂，故在 1930年代把英國 FO檔

案統稱為藍皮書），因為馬士的著作主要根據英國原始資料作為唯一可供使用

的資料。當他發現清政府在 1842年對英國人是何等人，英國人究竟想幹什麼

等問題是多麼無知時，他感到震驚。⋯⋯他撰寫英文投寄英美雜誌，論證這些

新發現的中國文件能夠提供什麼。娙

垹 蔣廷黻，〈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之史料的價值〉，頁 1001。

埁 蔣廷黻，〈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之史料的價值〉，頁 1005。

夎 Paul M. Evans, 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 p. 27.（陳同等譯，《費正清看

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頁 24）。

奊 Evans, 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 p. 27.（陳同等譯，《費正清看中國》，

頁 25）。

娙 Fairbank, Chinabound, p. 88. （陸惠勤等譯，《費正清對華回憶錄》，頁 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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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就蔣廷黻的「補遺」《三朝始末》之功加以分析。蔣於閱讀藏於王亮府中的

《道光朝始末》後發現，《道光朝始末》乃始自道光十六年四月，換言之道光朝之涉外

史料乃缺上一半，所以蔣於一九二九年秋應清華大學歷史系之聘後，「決就故宮所藏

之軍機處檔案編《始末補遺》。」蔣於《始末補遺》序文中概述其編錄之手續：

廷黻首閱隨手檔。遇有奏章及上諭有關外交尚不見於始末者即隨手檔抄錄一

「外交隨手檔」（見圖一），實即（《始末補遺》）所須要文件之目錄也。目錄交於

文獻館之職員，請其入庫檢查。所須要文件檢出後，付抄寫者寫。廷黻從民國

18秋至 20秋，每星期在大高殿工作 1日，上午先看隨手檔，編所要文件之目

錄。然後校對抄寫者之抄本。校對時，抄寫者誦讀原文，廷黻則閱其抄本。娖

《始末補遺》中 2,006件原檔補足《三朝始末》中的缺憾。由道光元年一月二日

（1821.2.4）始至同治四年六月十九日（1865.8.10）。根據筆者建立的《始末補遺》電

子目錄統計得知，道光朝原檔共計 1,052件，咸豐朝共 529件，同治朝共 425件。其中

與海關及常關相關者共計 478件，與鴉片相關者共 187件。文件集中在教案、海關、

貿易、鑄錢等事由，彌補了《三朝始末》中欠缺的社會經濟與文化史料。

娖 蔣廷黻，〈序〉，蔣廷黻編，《籌辦夷務始末補遺》第 2冊，頁 2-4。

圖一：蔣廷黻手抄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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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蔣於大高殿抄錄《三朝始末》「隨手檔」時，費正清也在大高殿協助整理。

蔣、費兩人又相互交換《始末補遺》及由馬士（Hosea Ballou Morse）贈與費正清的海

關資料。但因九一八事變，軍機處檔案從北平運往南方，於是蔣被迫中止《始末補遺》

的編輯工作，日後又因抗戰爆發，清華大華圖書館被日軍擊燬，藏於該處的《始末補

遺》稿本與費氏贈與清華大學的海關檔案一併失蹤。然而令人感到驚喜的是，《始末

補遺》多年以後竟被發現尚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完好無恙，隨後於一九八八年由大陸

中華書局影印出版，相關細節將在下節詳述。

第三，就蔣氏於「新編」史料之功加以分析。蔣為了重新審視近代中外交涉史，

從而編輯了《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中兩卷。其中自《三朝始末》選錄出來

的檔案即加了英文人名、標點符號、陽曆日期及硃批附註。在上卷序文中其自言：

原料不盡可信；次料非盡不可信。⋯⋯根據一國政府的公文來論外交等於專聽

一面之詞來判訟。關於中國外交的著作，不分中外，大部分就犯了這個毛病。

西人姑不置論，中國學者所寫的中國外交史有幾部不是以英國藍皮書為主要資

料呢？我編這書的動機不在說明外國如何欺壓中國，不平等條約如何應該廢

除。娭

蔣以「擇其信」、「擇其要」及「擇其新」的角度，主張「歷史化中國外交史，

學術化中國外交史」，娮到了中卷付梓時，蔣氏對中國近現代史的視野更加明朗，延

續了〈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之史料的價值〉的脈絡，為晚清滿漢諸臣，對於扭轉局面

下的功夫做出辯護，中卷序文中道：

前人的世界知識固極有限，但他們得世界知識的機會亦極有限。無論如何

「昏庸」兩字不能做他們的頭銜⋯⋯他們的外交誠有可批評之處；這書內各章

節的引論可以證明我不是盲目崇拜的，不過我們要記得，這些人實配做我們

文化的代表，我們批評他們就是批評我們的文化，他們的失敗就是我們文化

的失敗。娕

蔣在一九三五年離開了學術界，他對於《三朝始末》的三項整理工作也只好暫告

停止，但是他在〈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之史料的價值〉中的史識、整理《始末補遺》

中的史才、以及編輯《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的研究方法，則被他早期所指導的

美國學生費正清延續下去。透過費正清，蔣氏更進一步影響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在臺灣整理出版史料彙編的工作。

娭 蔣廷黻編纂，《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1），卷上，頁 1。

娮 蔣廷黻，〈序〉，收入蔣廷黻編纂，《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卷上，頁 2。

娕 蔣廷黻，〈序〉，收入蔣廷黻編纂，《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4），卷中，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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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費正清的 Paul Evans 在評價蔣、費兩人的交往時，說道：「雖然費正清效法

蔣廷黻，他在中國近代史學界的地位還遠比不上蔣氏所具有的權威性。」娏可惜的是，

蔣在一九三五年離開了學術界，使得在孜孜於學的費正清在日後超越了蔣在近現代中

國史研究中的地位。且不論蔣、費兩人日後在政治立場上的歧異，費從未忘記蔣對他

的啟蒙，當費於一九七二年接受周恩來邀請到北京訪問時，他向 90名外交部的聽眾發

表演說，開頭說道：「如果我不表彰在 40年前在清華大學師從蔣廷黻時，他的恩德和

栽培，我無法開始我的演講⋯⋯我的開場白雖然有歌功頌德的味道⋯⋯但是我估計對

聽眾而言，你們的身為中國人遠比身為共產黨員重要，所以我應該這麼做。」娗

費正清的論文結果以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一書出版，成為西方

研究近代中國的開山之作，爾後，鄧嗣禹與費正清合編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形成其日後影響學界深遠的近代中國「西力沖擊回應論」。而追本溯源，費對近現代中

國史的理解，其實皆源自於蔣對帝國主義在華影響以及中國扭轉局面的力量的交互研

究。蔣的史觀輔以《三朝始末》的史料成為費在哈佛大學，開創近現代中國史研究的

基礎。

三、費正清、近史所與近現代中國史料的彙編工作

透過蔣廷黻的指點，費正清瞭解了《三朝始末》的重要性。但是真正引起歐美學

術界重視中文原始資料的契機，則是非常務實的理由：美國想要瞭解一九四九年後中

國大陸的工業發展，所以必須先瞭解十九世紀的中國工業發展。在此務實動機的驅使

下，太平洋關係協會秘書長 William L. Holland（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向洛克斐勒基金會人文部（Humanities Division, Rockefeller Foundation）

爭取經費後，委託費正清與鄧嗣禹（Ssu-yü Teng）合編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954), 娊其中挑選了 65件跨越一八三九至一九二三年的第一手中

文資料並翻譯成英文。費正清挑選的資料在內容層面上，超越了《三朝始末》及蔣廷

黻的《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因為內容涵蓋了當時的思想、文化及社經觀察等史

料。

娏 Evans, 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 p. 50.（陳同等譯，《費正清看中國》，

頁 54）。陳同之譯文已被譯者調整。

娗 Fairbank, Chinabound, p. 91.（陸惠勤等譯，《費正清對華回憶錄》，頁 104）。陸惠勤譯文已被作者調整。

娊 Acknowledge; Ssu-yü Teng and John K.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

1923, 2
nd

ed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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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外交檔案還是費正清的主要著眼點。《三朝始末》搜集一八三九至一八七六

年的外交史料，費正清就從其中挑選出 10件，其他的文件則是從時人文集中挑出。

深究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編纂體例，由下圖（圖二）即可得知其與《近代中

國外交史資料輯要》（圖三）十分類似，兩人都將史料編年排列，將各章定為不同主

題，各章下的各節都有引言，簡介時代背景和問題意識。

圖二：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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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外國人檢閱文言文的原始史料畢竟太過艱澀，所以必須培養以中文為母語

的史學人才。因此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成立，韋慕庭（C. Martin Wilbur）與費

正清也助了一臂之力，成功地向福特基金會爭取到一筆款項。娞所以近史所草創時期

的研究人員即直接參與了《三朝始末》的編纂工作。由於《三朝始末》卷帙浩繁，首

要工作就是建立詳盡的索引。其實

編輯《三朝始末》索引之編輯工作

也始於一九三○年代。而這項工作

的倡始者就是哈佛燕京學社的洪業

（William Hung），這項工作後來由

他的美國學生饒大衛（David Nelson

Rowe）帶回美國後發揚光大，饒大

衛在〈序言〉中交待了編輯索引工

作的艱辛，他道：

如此浩大的工作絕非一人之

力可完成。在 1938 年，我

還在北京讀書，受業於哈佛

燕京學社的洪業教授時，就

著手進行這項工作，⋯⋯我

在 1938 年返美，當時洪教

授門下還有幾名編輯者繼續

進行這項工作，之後約有一

萬七千張條目卡片寄到普林

斯頓大學給我。

雖然我在美國四處張羅經費，想要完成這項未竟之業，但是終究徒勞無功。重

啟這項工作的契機則是在 1954年我回到了中華民國（臺灣），當時的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郭廷以教授即著手進行我帶來的資料，再由近史所楊紹震

教授帶領一批研究助理再度開始這項工作⋯⋯由於這項工作是集合眾人之力而

成，當初（1938年）的索引卡片被大幅修正，最終成書時，索引卡片有一萬五

千至一萬七千張。娳

娞 見陳三井編，《走過憂患的歲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5）；與張朋園，《郭廷以、費正

清、韋慕庭：臺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7）。

娳 David Rowe ed., Index to Ch’ing Tai Ch’ou Pan I Wu Shih Mo (Hamden, CT: Shoe String Press, c1960), x-xi.

圖三：《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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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九三八年開始到一九六○年結束，這二十二年的編輯成果就是：《清代籌

辦夷務始末索引》（以下簡稱《始末索引》）（Index to Ch’ing Tai Ch’ou Pan I Wu Shih

Mo），《始末索引》之困難，由饒大衛都不清楚索引卡片究竟有幾張即可得知。洪業

之於饒大衛與蔣廷黻之於費正清似乎體現了相同的脈絡：蔣廷黻與洪業都在一九三○

年代開始《三朝始末》問世後，馬上發現該批史料的重要性，因此指導後進著手整

理，唯一不同之處為，蔣對《三朝始末》進行「利用」、「補遺」、「新編」的工作，

而洪業則開始索引編輯的工作。

一九四九年前，蔣、洪兩位奠定的基礎，被他們的美國學生帶到了美國；但到一

九四九年後，這種堅實的訓練反而由當年的美國學生帶回臺灣。費正清與饒大衛開始

與臺灣的中國學者合作，楊紹震帶領的研究助理，如李國祁、呂實強和王爾敏，後來

都成為臺灣近現代中國史學界赫赫有名的學者。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中國史學界的學術

訓練，反而先傳至美國，再由美國傳至臺灣，這完全體現為何《三朝始末》開啟了中

西學術交流的契機。（圖四）

《始末索引》之繁重不僅僅在於 15,000至 17,000項條目，而是在於其條目分門別

類之翔實和卷頁行數之精確。由下圖（圖四.3）可知在索引中清楚標明何為人名、職

名、地名或物名以及人名之國籍。除標明卷數和頁碼之外，也標明行數。除此之外，

連「省」、「銀兩」或「英國」這類不會出現在一般索引上的普通名詞，也被納入該

書，且「領事」、「使臣」之類索引都分別國籍，所以時至今日仍是最完全的索引。

為了體現《始末索引》中分門別類之翔實和卷頁行數之精確，以下舉例說明：琦

善 CH’I SHAN: N(MA) tk 2/28a2， N代表人名、 MA代表滿族、 tk代表《道光朝始

末》的威妥瑪式拼音、 2代表《道光朝始末》第二卷、 28代表該卷第 28頁、 a代表

正面、 2代表第 2行。由圖五即可得知，用此體例尋找人事物極為便利，自此以後，

歐美史家引用《三朝始末》時，都沿用饒大衛的索引體例。

費正清從未忘懷《三朝始末》的重要性，他始終「致力於研讀《三朝始末》，並

指導他的研究生如何一窺堂奧。」孬費正清的得意門生 Mary Wright，在熟諳《三朝

始末》後，即以《同治朝始末》的史料知識為基礎，寫出了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這本書可說是為晚清政權的第一

本翻案專著，給予晚清的近現代改革相當高的評價。Wright總結道：「雖然《夷務始

末》記載著中國在處理外國事務時，一再重申的推托之詞，但是也記錄著更為重要的

資料：『勞心勞力、歷經挫折後推敲出的現代外交政策』。雖然中國在時勢逼迫下，

孬 Fairbank, Chinabound, p.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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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 ：《清代籌辦夷務始末索引》（Index to Ch’ing Tai Ch’ou Pan I Wu Shih Mo）體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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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 ：《清代籌辦夷務始末索引》（Index to Ch’ing Tai Ch’ou Pan I Wu Shih Mo）體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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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3 ：《清代籌辦夷務始末索引》（Index to Ch’ing Tai Ch’ou Pan I Wu Shih Mo）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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宧 Mary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248-249.

欲
找
尋
條
目

圖五：《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卷二，頁 28 。

正面背面

制定的外交政策大原則是文明的（civil），但是中國長期戰略，仍以發展軍事力量做為

重點國策。」宧這句話道盡了晚清自強運動重臣們，一方面以外交斡旋爭取時間，另

一方面努力追求軍事現代化時的高瞻遠矚與無可奈何之情。

當美國學者全力整理《三朝始末》的中外關係檔案時，近史所別闢蹊逕開始整理總

理衙門的涉外檔案。由於總理衙門專責處理中外交涉事務，其檔案分類更為精細。軍機

處之中外檔案僅以時間排序分類，但是總理衙門檔案則是以檔案內容、國別及事宜加以

分類。而專司其職的就是一八六四年開始專設的總理衙門清檔房。據恭親王稱：

今議專設清檔房，所有修檔一事，專於新傳到署人員中，派出管理，暫不令其

管理各股。緣新到人員一切生疏，一令辦事，則無暇細看檔案，於各事始終本

末，難期貴通。今令專管修檔，藉此翻閱，日久諳熟，下筆自可了徹，於學習

實有裨益。另於總辦、督辦中，特派二員，充該處提調，以資稽考⋯⋯所有專

寫清檔供事，即歸該司員等稽察考核。另傳蘇拉四名，裨供差遣。併請嗣後清

檔專辦正本，不辦草本。其清檔目錄，由承修各員隨案纂入，仍將承修官、校對

官名姓列於卷首，各行畫押。每逢一季，由各該員將所修清檔分股呈堂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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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所纂之案，內有遺漏，惟承修司員是問；錯字過多，惟校對司員是問。宭

在總理衙門保存的許多清檔當中，有不少已為近史所出版，其中郭廷以主編的

《四國新檔》即是其中一部。在編纂該書的過程中，郭廷以將該份資料與《籌辦夷務始

末》做了詳細的核對，結果發現在該書所收錄的 3,403件當中，有 1,307件完全與

《籌辦夷務始末》中的文件重複， 279 件是「稍有出入（文字僅有一、二句之出

入）」， 435件是「有出入（文字成行成段之出入，或雖祇一字一句之異，但與史實關

係重大者）」，而最後的 1,382件則是《三朝始末》所未收錄的。宬若非郭廷以非常重

視《三朝始末》，否則很難理解為何他要花費如此多的精力去做比對軍機處與總理衙

門涉外檔案間的異同。

完成《始末索引》與《四國新檔》後，近史所也開始仿照費正清編纂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的模式，著手編纂由中國觀點出發的的近

現代中國史料匯編。一九五九年，郭廷以即提議：

以中國政府與民間對於西方的理解、言論、研究、應付方策為主體。至於中外

交涉之由來及其經過，則不在其範圍內。換言之，這是西力東來以後，國人對

列強世界的觀念與對策之史料，有別於一般中外交涉事實之史料。尃

一開始預計共編八輯，時間涵蓋自一八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編纂計畫十分宏

大，胡秋原解釋道：

我們的工作有三。一是資料選錄之事。這包括蒐集材料、選擇材料、抄錄、標

點、分段、更正原文錯誤，並註明來源。二是整理之事。我們不可像叢書體

裁，變成資料堆棧，必須將這些資料整理得像一個百貨公司⋯⋯三是參考資料

之準備。這包括作者小傳以及選件之來源，大事年表，包括著作出版，及有關

人物之生卒年代。此外，還應加上重要名詞索引及引用書目。屖

這項艱鉅的計畫在一九七二年的第一輯一、二分冊編完後，因近史所「工作重心

漸由編纂轉趨研究」，屔所以此計畫即告中斷。到了一九八二年呂實強任近史所所長

時，才決定接下這一重擔，並於一九九○年完成了第二至五輯的編纂工作。最終成果

就是近史所歷四任所長，為期三十一年編纂完成的《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

宭〈奕訢等奏洋務愈劇人少事多酌擬變通章程五條呈覽摺〉，同治三年八月二十日（1864.9.20）；《籌辦夷務

始末．同治朝》（中華版），第 3冊，頁 1215。

宬〈例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四國新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66），第 1冊。

尃〈第一輯序言〉，胡秋原，《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2），第一輯，第 1分冊，頁 1。

屖〈第一輯序言〉，胡秋原，《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第一輯，第 1分冊，頁 3。

屔〈第二輯序言〉，王萍，《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第二輯，第 1分冊，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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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編》（下稱《認識資料彙編》）。由於初期的構想過於宏大，所以結果並沒有如原先

預期可以編到一九二七年，而是涵蓋一八二一到一九一一年。雖然缺乏北洋時期的史

料，但《認識資料彙編》時間囊括九十年，足為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相當重要的第一手

資料匯編。自一九五九年郭廷以倡議，至一九九○年編纂工作結束，歷經三十一年，

《認識資料彙編》方告大成，但是編輯時間延宕，主編更易，使得《認識資料彙編》

不免有些許遺珠之憾。

就編纂體例而言，《認識資料彙編》中未載陽曆日期、索引條目不夠詳盡、人物

小傳過於簡略；就檔案內容而言，因為郭廷以的構想和蔣廷黻不同，而比較類似費正

清側重當時國人對西方的評論，所以編者對《三朝始末》的涉外文件比較不感興趣，

因而外國照會，外人上書等文件都未收錄。例如兩份重要的文獻──赫德（Robert

Hart）〈局外旁觀論〉及威妥瑪（Thomas Wades）〈新議略論〉兩說帖，均未蒐羅於

《認識資料彙編》中。

上一節提到蔣廷黻編的《始末補遺》原以為不知所終。當蔣在大高殿查閱編輯原

檔時，時為博士生的費正清陪同蔣氏一起工作。由於費正清研究的題目是一八四二年

至一八五四年的條約體系（Treaty System），所以費氏與蔣廷黻作史料交換，只從

《始末補遺》中挑選出 826件原檔，抄錄一份帶回哈佛大學收藏。費正清返美之後，

其抄錄的 826件原檔就一直被保存在哈佛大學圖書館。而中研院近史所對此全無所

知。郭廷以於一九六三年赴美進行研究訪問，時任駐美大使蔣廷黻才告知費正清可能

還存有該批史料。郭於訪問哈佛大學時，一問之下，才知費正清所抄之 826件原檔還

見存於世。由於郭氏在一九三○年代也曾隨同蔣廷黻至大高殿，深知該批史料的重要

性，所以請費將這批檔案先寄給蔣過目，再轉寄至近史所整理出版。費正清回憶起這

份檔案的來源，並在〈序言〉中道：

其時《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出版未久，清華圖書館並且收藏一批補遺文獻，抄

自北平大高殿所藏軍機處檔案。為了研究緣故，我獲准從這些文件中選抄若

干，後來帶回哈佛，收藏至今⋯⋯我所保管的這份抄本，一向收藏在哈佛的懷

德納（Widener）圖書館上我的研究室中，郭量宇（廷以）教授來遊哈佛，對

之竟感興趣，真是使我欣喜。保管這批資料差不多有 27年了。峬

近史所把該批 826件手抄文件與《三朝始末》、《四國新檔》比對後，剔除重複

檔案，於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出版，定名為《道光咸豐兩朝籌辦夷務始末補遺》（以下

稱《兩朝始末補遺》），共 708件檔案，起於道光二十二年一月六日（1842.2.15）止於

峬 費正清，〈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道光咸豐兩朝籌辦夷務始末補遺》，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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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62.1.23），約 50萬字。可惜的是，蔣廷黻本來要寫

序，但是已先於一九六五年十月過逝。

有趣的是，蔣廷黻早年的《始末補遺》稿本並未如郭廷以、費正清乃致於蔣廷黻

本人以為的不知所終。存放於清華大學圖書館的《始末補遺》稿本確實被日軍炸燬，

但是另有副本一直被存放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當《兩朝始末補遺》出版的二十三年

後，北京大學則於一九八八年影印出版了九冊的《籌辦夷務始末補遺》，並在〈序言〉

中略加比對近史所的《兩朝始末補遺》與《始末補遺》之異同：

《籌辦夷務始末補遺》〈稿本〉是在三十年代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蔣廷黻教授主

持下，輯錄故宮大高殿軍機處檔案而成書。體例一仍《籌辦夷務始末》，依道

光、咸豐、同治三朝為序，編年紀月，一事一記，按事標目。記事上起道光元

年（1821），下迄同治四年（1865），補《始末》之缺，詳《始末》之略，故名

補遺⋯⋯《補遺》較之《始末》有三個顯著優點：一、記事時限長。《始末》

記事上起道光十六年（1836），而《補遺》記事始於道光元年，比《始末》多出

十五年⋯⋯二、輯錄原檔不遺餘力。清朝人輯錄《始末》時，對照會、函件多

所缺錄，《補遺》則盡力搜索，不使遺漏，以確保外交史料的完整系統。三、

輯錄檔案史料範圍更為廣泛。《補遺》一面沿習《始末》以中外關係為主線的

原則，同時也增錄了相當多的政治、經濟、軍事方面的史料，更加提高了使用

價值。

美國學者費正清曾抄錄《補遺》的部份內容，在臺灣發表，現已編入臺灣的《中

國近代史資料彙編》（即為《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之原名）第六冊，

精裝一冊（即為《兩朝始末補遺》），可惜的是，這部份史料僅從道光二十二年（1842）

始至咸豐十一年（1861）止，割裂了史料的系統性，學者們無不引以為憾。峿

北京大學似乎沒有考證為何費正清只選抄一八四二年至一八六一年的檔案，也不

瞭解近史所如何大費周章地從美國取回費正清抄錄的 826件原檔、比對其他史料後，

再出版《兩朝始末補遺》。儘管如此，蔣廷黻在一九三五年編成的《始末補遺》於一

九三七年以後不知所終，經過半個世紀後，在一九八八年重見天日，終是一件美事。

但經由整理《三朝始末》而結緣的兩代中外史學工作者，竟無從得悉其來龍去脈。

一九八八年蔣廷黻已過世二十三年，郭廷以也過世了十三年。費正清當時雖然尚在人

世，但已為耄耋老者，可能也不知道這批史料已再度問世。

峿〈序〉，《籌辦夷務始末補遺》第 1冊，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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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現今流傳的《三朝始末》版本

雖然從十九世紀開始，不論清廷、中國還是美國史家皆注重《三朝始末》，但是

這份中外交涉史料的編纂工作，直到二十一世紀才算整理完成。現今市面上流傳的

《三朝始末》版本可概分為二：一為翻印自大高殿的原始影印版；二為重新排版後的

印刷版。以下將這兩大類做一簡述（圖六～九）。

現今的影印版俱翻印自一九三○年北平故宮博物院的影印本，而不是蔣廷黻在王

亮家中看到的抄本。市面上流傳四種影印版本：一、臺北國風出版社之「國風版」

（1963，見圖六）；二、臺北文海出版社版之「文海版」（1971，見圖七）；三、臺

北臺聯國風出版社的「臺聯國風版」（1972）；四、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之「古籍版」

（2008，見圖八）。「國風版」、「文海版」及「古籍版」俱無目錄、標題及索引；字

體甚小，無新式標點符號（部份篇章僅有當年的隨文圈點及句讀）；使用干支記日，

無相對應之陽曆，使用時極端不便。據圖六至圖八可知三版皆同，只是大小字體不同

而已。由此可見「國風版」在利用

時最為不便，因為字體過小，影印

模糊，但是國風出版社改組為臺聯

國風出版社時，做了許多調整和整

理的工作，在一九七二年出版了

圖六：《三朝始末》國風出版社影印本（1963） 圖七：《三朝始末》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70-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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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三朝始末》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08）

「臺聯國風版」（見圖九），該版的方便之處在於：一、把字體放大至「古籍版」大小

（當時「古籍版」尚未出現）；二、做查出陽曆日期、目錄、及標題；三、並把史料

做出分類，使得利用時相當方便，由於當時饒大衛的《始末索引》已經編纂完成，所

以「臺聯國風版」並未做出索引。

排字印刷版則有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的《籌辦夷務始末選輯》（1964）（以下稱

《始末選輯》）和《籌辦夷務始末選輯補編》（1967）（以下稱《始末選輯補編》）；峮

以及大陸中華書局整理的《三朝始末》（以下稱「中華版」）。但是就規模宏大、影響

深遠而言，臺灣銀行的整理工作是遠遠比不上中華書局。

峮《始末選輯補編》中挑選的史料，並非挑選自《三朝始末》，而是從近史所編纂的《兩朝始末補遺》與《四

國新檔》中挑出，由本文可知，《兩朝始末補遺》及《四國新檔》中的檔案與《三朝始末》俱不重覆。請

見，〈弁言〉，《籌辦夷務始末選輯補編》（臺北：中華書局， 1967），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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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三朝始末》「臺聯國風版」分類索引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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峱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籌辦夷務始末選輯》（臺北：中華書局， 1964），頁 8-9。

據圖一○可見，《始末選輯》已加上新式標點，而且也註上陽曆年，並找出干支

記日的陰曆對應之數字日期，利用時略為便利。但是該版本在編纂體例上仍有重大缺

陷。由下圖可知，一、既然已加註陽曆年，又找出陰曆數字日期，為何不一併加註陽

曆月日？二、目錄無題名，利用起來十分不便。但是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內容，因為編

者僅挑出與臺灣有關的史料，所以在取捨之際，頗費考量，編者道：

凡直接關係臺灣之文件，當一概照錄，自無問題；所感為難者，厥惟一般事項

而涉及臺灣之資料⋯⋯鴉片戰爭中閩海籌防涉及臺灣者錄之，江寧條約簽訂

後伊里布、耆英等摺奏有關英人索還戰俘者亦錄之。英法聯軍之役，法、美等

國所提條款涉及臺灣開港問題，錄之⋯⋯英、法、美、俄四國天津條約為臺

灣開口通商之創始條約，全錄⋯⋯總稅務司赫德所提稅務節略固僅略及臺

灣，卻與全盤對外通商事務有關（臺灣自亦包括在內），錄之⋯⋯。峱

由此可知，以上述標準挑選後，必有遺珠之憾，欲研究十九世紀臺灣史，不可能

圖一○：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的《籌辦夷務始末選輯》目錄及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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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以上述標準搜尋臺灣史料，欲理解來龍去脈，仍需查找《三朝始末》中的大陸史

料。如此一來，《始末選輯》形同雞肋，乃不常為史家利用。

大陸的排字印刷版《三朝始末》（見圖一一）為大陸中華書局整理（以下稱「中

華版」）。除使用正體字及直行印刷外，就體例與利用度而言，比臺灣銀行所編之《始

末選輯》大為改進。增加了新式標點符號、陽曆日期、各片文件題名，錯字校訂與增

補，以及附簡單註釋，大幅提昇便利性。由於《籌辦夷務始末》太過龐大，中華書局

於一九六四年完成道光朝的整理工作，一九七九年完成咸豐朝整理工作，再於二○○

八年方完成同治朝的整理工作。唯一的缺憾就是「中華版」的索引，遠遠比不上饒大衛

主編之《始末索引》來得詳盡。

所以影印版本的「國風版」、「文海版」及「古籍版」反而有一大好處為印刷版

本所不及：因為饒大衛之《始末索引》之索引條目完全根據影印版之卷、頁、行數，

所以欲使用該索引，就必須使用影印版本。就筆者親身利用的心得，欲閱讀《三朝始

末》則選「中華版」，欲尋找某人事物條目，則使用《始末索引》再搭配影印版本為

上策。

圖一一.1 ：《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中華版）目錄圖一一.2 ：《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中華版）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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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三朝始末》的編纂與流佈涉及三個世紀的中外史家，由大陸傳至美國，再從美

國傳至臺灣。王彥威父子存抄一份，由蔣廷黻指導的費正清和洪業指導的饒大衛帶回

美國後，再與中研院近史所合作，由郭廷以和楊紹震帶領了當年的研究助理完成一部

分蔣廷黻和洪業兩人遺留下來的工作，《三朝始末》的史料編纂工作也大大提升了這

批研究助理的史料訓練和史學見識，未來也相繼變成近現代中國史學界中的佼佼者。

蔣廷黻獨具慧眼，深悉《三朝史料》足以與英國外交部藍皮書互相參照，是以

以一人之力在一九三○年代就開始「利用」、「補遺」和「新編」《三朝始末》。雖然

蔣在一九三五年離開了學術界，但費正清師從蔣時，領會《三朝始末》的重要性，師

承其對晚清中外交涉之洞識，回到哈佛後帶領許多門生以《三朝始末》中的史料證

據，對晚清現代化過程進行全盤探討，呈現中國政府持續現代化的努力，一反清末以

來國人對清季政權全盤否定之看法。

不論是在中研院近史所，還是哈佛大學的近現代中國史家都非常重視《三朝始

末》，但是其編纂完成到全文重新排版出版，竟歷經一百二十八年之久。《三朝始末》

雖然龐大，但是累月經年地延宕，

畢竟令人費解。以下將這一百二十

八年的歷程略加回顧：一八八○年

《同治朝始末》編輯告竣，《三朝始

末》燦然大備，但是直至一九三○

年，《三朝始末》才開始影印為學

界使用，中間相隔五十年；自一九

三○年學界開始利用《三朝始末》

後，一九六○年饒大衛才編纂出

《始末索引》，中間再相隔三十年；

又再過四十八年後，二○○八年

「中華版」《同治朝始末》才編輯告

竣，十九世紀編輯完成的史料，在

二十世紀的大陸、美國和臺灣流

傳，至二十一世紀才重新排版印刷

出版完成，但是不論美國、臺灣還

是大陸至今尚未建立起《三朝始末》

之全文檢索電子資料庫。圖一一.3 ：《籌辦夷務始末》（中華版）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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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令人費解之外，令人感到無奈的就是，美國學者比臺灣學者對《三朝始末》

更感興趣。如前文所述，其原因為：一九四九年後，美國政府鑑於二次大戰後共產中

國的崛起，所以希望從根源瞭解中國現代化的歷史軌跡。雖然出自現實的考慮，但就

學界研究的視野及規模而言，絕非中國政治人物之如豆目光可比。在美國官方主導

下，近現代中國史研究力量逐漸成形，費正清一面以其指導的博士生為基礎，建立費

正清研究中心（John King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進一步又以其學生論

文為藍本，成立哈佛東亞專著系列叢書（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在美國的

官方支持、哈佛大學的學術環境、和費正清研究中心的研究團隊之天時、地利、人和

的三重優勢下，美國的近現代中國史研究至今無國可與之比肩，一九五五年成立的費

正清研究中心在西方世界獨領風騷數十年，而費正清在風雲際會下，變成近現代中國

史學界的第一人。

當近現代中國史這一學門逐漸成形後，在某程度上，反而限制了近現代中國史學

的發展，因為美國只想要瞭解一九四九年後的共產中國，所以追溯一八四二年以前的

中國史不符合其政治需要（這體現由政治目的發展出的學術終有其侷限性）。當臺灣

和大陸學者一味追求與歐美學者對話時，就不由自主地進入歐美學者限制的時代區段

中，導致了臺灣和大陸學者也把近現代中國史由中國歷史洪流中切割出去，近現代中

國史與傳統中國史就此分家。為了解決這個弊病，蔣廷黻在《三朝始末》上用力之

深，就是為了讓中國史家不致依賴英國外交部的藍皮書檔案，因為一旦依賴了藍皮書

檔案，近現代中國史永遠都是在歐美學者中的語彙打轉。

由此可見，《三朝始末》對中國史學界何等重要！但是為何臺灣和大陸政府反而

沒有美國政府的眼光，編纂《三朝始末》？其歷史原因可能就是藏在《三朝始末》的

史料證據是國共兩黨無法承受之重。在國共兩黨的革命史觀和共產史觀下，清帝國和

列強是共同的敵人。滿清貴族及其漢族官員「必須」是無能、昏庸、腐敗的集合體，

不如此，無法合理化清末革命黨人於《民報》中的種族歧視言論，更無法合理化其在

一九一一年前的軍事行動。對於列強，更有刻意扭曲的必要，不論歐美諸國內情如何

複雜，彼此之間之中國政策如何歧異，只要損及中國利益，就一概以帝國主義侵略形

容之，也不論中國是否有理虧在先，或是外國已一再嘗試使用外交手段解決無效後才

訴諸武力。這就是立國正當性的問題，而《三朝始末》就是否定上述所有立國正當性

的證據。

二十一世紀的臺灣，國民黨的意識形態早已淡去，立國正當性等問題已不再是史

學研究的阻礙，但是曾與費正清編纂史料共事過的近史所研究員一一凋零後，早年近

史所「南港學派」，強調以嚴整史料編輯為基礎的史學研究，已隨老一代學人花果凋

零，不復為人所知。如此學術氛圍下，《光緒朝始末》之原件被遺忘在臺北故宮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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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乏人問津，也不足為奇。雖然在研究論文及專著的製作上，臺灣近現代史學界確

實取得了相當的成果，但是全神關注於研究，力求與國際同行比肩的結果，就可能落

入當年蔣廷黻憂心的現象。

雖然國民黨的立國正當性不再是問題，但是臺灣近現代史學界的目光漸趨單一則

是另一問題，就從臺灣銀行編輯的《始末選輯》和《始末選輯補編》即可看出，臺灣

近現代史學界開始全神貫注在僅與臺灣有關的史料。全神貫注是史學研究不可或缺的

特質，但是就如《始末選輯》的編者一樣，斷然將《三朝始末》中與臺灣相關的史料

切割出來，反而造成《始末選輯》不為史家所用的無奈事實。

一九四九以後大陸近現代中國史學界自有其學術脈絡，而其對史料整理之重視與

貢獻，更是不容小覷，大陸中華書局在一九六四年編輯出「中華版」的《道光朝始

末》，與應可與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五年編纂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海關》，都可視為此

史料整理脈絡中的項傑出成果。或許因為文化大革命的緣故，「中華版」《咸豐朝始

末》要隔十五年後到一九七九年才問世。或許也因為老成凋零的緣故，使得相隔近三

十年，到二○○八年方編出「中華版」《同治朝始末》。雖然「中華版」燦然大備，但

是也反映了中外學界不相通的問題，因為《中華版》索引的詞條數和設計之周延性，

遠比不上饒大衛一九六○年的《始末索引》。換句話說，可能中華書局的編者始自編

輯《道光朝始末》時，大概不知道有《始末索引》的存在。日後既使知道，也未吸收

其所長。類此現象，足堪嗟嘆。

雖然「中華版」已然問世，但是大陸學界仍在為共產史觀爭論不休，對於外國在

中國的種種行為，還是無法心平氣和地客觀論證。一八五六年成書的《道光朝始末》

開卷即道：「非徒詳往事之是非，實以資異時之考證」。這就是清廷編纂《三朝始末》

的胸襟氣度，這影響了八十年後的蔣廷黻，以及一百年後的費正清，費正清回憶起

蔣，認為他「從未鼓起對各帝國列強的盲目仇視，而這種仇視在國內我的一些同事中

是相當明顯的。」峷

雖然在十九世紀中葉，清廷歷經兩次鴉片戰爭之禍，但是仍抱以「非徒詳往事之

是非，實以資異時之考證」的態度；在一九三○年代，蔣廷黻目睹英日兩國對華傾

軋，仍承認當時中國人民理解的「帝國主義」，其「善惡利害還是有問題。」崀他們

客觀而實事求是地呈現當時中外競合的來龍去脈，不就正在提醒今日舉手投足皆可使

世界為之側目的中國大陸，不必在「異時」執著於「往事之是非」呢？

峷 Evans, 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 p. 27.（陳同等譯，《費正清看中國》，

頁 25）。

崀 蔣廷黻，〈帝國主義於常識〉，《獨立評論》71（1933.10.8）。引自蔣廷黻，《蔣廷黻選集》第 3冊，頁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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